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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李馨岚
1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贵州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比超过一半，农村居民消费逐年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

低，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扩大内需。金融的发展对消费有很强的拉伸作用，因此，以贵州省 2011—2019 年 9

个地级市的消费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省农

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为走好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

著促进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针对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政府

激励和普及金融知识及手机金融软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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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投资、出口被形象地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而消费才是拉动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动力，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走低，农村居民消费率从 15.6%下降至 8.11%，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极低，2020年仅为3.2%。中国各个省发展差异很大，消费特点有所不同，所以应该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贵州省

而言，近年来，GDP 增速相当快，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持续增长，然而，贵州省农村居民同样表现出内需不足，消费率

逐年降低，从2006 年的 20.46%下降到 2017 年的 14.29%。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结构从生存

型消费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但消费升级缓慢，贵州省农村居民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的上升趋势从 2012 年以后开

始放缓，增长速度从 2009 年的 9%下降到 2019 年的 1.88%，上升的速度越来越慢。 

传统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于农村居民和小微企业来说金融服务门槛高，金融服务照顾不到长尾

群体，由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普惠金融被提出，但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局限性和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传统普惠金融一直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对小微企业、农村居民等的影响微乎其微，普惠金融的发展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借助于数字技术发

展的新型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和金融服务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捷性。它具有覆盖

的区域更加广泛，服务成本也更加低廉，受惠的群体更加普遍等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的发展对消费有着强有力的拉升作用，能够有效地刺激消费需

求。那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否显著促进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消费结构的升级?有鉴于此，本研究利用北京大学与

阿里巴巴联合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贵州省2011—2019 年 9个地级市的相关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

对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 

1 相关文献综述 

2016 年 G20杭州峰会上通过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制定的《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成为推广数字普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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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首个国际性的共同纲领。具体内容是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数字化或电子化技术进行交易，如电子货币、支付卡和常规银

行账户。由于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金融服务得以直接呈现在客户面前，打破了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邱兆祥等[1]指出数

字普惠金融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借助移动终端，移动支付在农村得以实现，只要有互联网，农村地区也能获得金融服

务，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也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 

在数字普惠金融提出之前，有学者研究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马九杰等[2]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能解决传统金融对

农村居民产生的金融排斥问题，普惠金融能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进而增加消费支出。王曙光等[3]提出低水平收入的农村居民具

有更高的信贷要求，而信贷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所以增加对农村居民的信用贷款，可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进

而扩大消费需求。数字普惠金融在 2016 年被提出之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郭峰等[4]和蚂蚁集团研究院的研究团队编

制了一套系统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此有大量的研究者开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

应。崔海燕[5]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全国

东中西部有所不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农村居民消费会受到自身上一期消费和城市居民消

费行为的影响，即存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易行建等[6]对微观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是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交易便

利这两个机制促进居民消费的，同时进行了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地区、中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

强。 

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多，但研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比较少，大多都专注于研究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对

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较少，而且有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偏差，有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没有影

响或不显著，也有学者认为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鉴于此，本研究利用最新发布的 2011—2019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和贵州省 9个地级市农村居民消费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2 理论假说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变农村居民的支付方式，使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得以实现，移动支付相当便捷高效，刷脸

支付、指纹支付、密码支付等多种付款方式让付款在一秒钟之内完成变得可能，相比现金支付，数字化支付更加有效率，这刺激

了农村居民消费欲望。其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缓解了农村居民流动性约束，农村地区普遍存在金融排斥现象，由此带来的流

动性约束问题是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7]，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对农村居民提供信用贷款的门槛，使得长期受到金融排

斥的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正规的信贷服务，有效缓解农村居民流动性约束问题。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农村居民预防性储

蓄，农村居民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时，往往会将一部分钱存入银行，以备将来急用，储蓄的钱越多，农村居民用于当期消费的钱

就越少，这抑制了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而购买互联网保险可以降低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因此，本研

究提出假设：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有正向促进作用。 

3 实证研究 

3.1 计量模型设定 

选取贵州省 9个地级市 2011-2019 年的相关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为了验证假设，构建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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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是贵州省 9 个地级市，t 是年份，lnNC 是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对数，FZ 是农村居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

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消费结构的指标，lnDIFI 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对数。lnCC 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对数，CZ是社会保障支出，lnR是人均地区公路里程数的对数，μ是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ε是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选择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选用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衡量农

村居民消费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选择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指标。解

释变量选取贵州省 9个地级市 2011—2019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研究，该指数来自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发布的最新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 

控制变量选择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政府社会保障水平、人均公路里程。 

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20)，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

2011—2020年贵州省 9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以及 EPSDATA官网。 

3.3 实证分析 

利用计量软件是 Stata16，首先根据 Hausman 检验验证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经过检验，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

效应模型更合适，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式(1)和(2)分别用混合效应、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表 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系数均为正，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省农

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没有

很大的差距，这表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即表中的第(3)列和第(6)列，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回归系数是 0.388，即数字

普惠金融增长 1%，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将增加 0.388%，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回归系数是 0.083，即数字普

惠金融增加 1%，贵州省农村居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将增长 0.083 个百分点，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省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促进作用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更明显。 

表 1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结果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1) (2) (3) (4) (5) (6) 

OLS RE FE OLS RE FE 

lnDIFI 

0.468*** 0.468*** 0.388*** 0.085*** 0.085*** 0.083*** 

(8.57) (6.78) (5.06) (9.58) (8.21) (7.14) 

lnCC 0.419*** 0.419*** 0.379*** 0.069*** 0.073*** 0.072** 

 (4.60) (4.47) (3.81) (3.64) (3.37) (3.16) 

lnR -0.195*** -0.195** 0.679* 0.026 0.022 0.038 



 

 4 

 (-3.14) (-2.51) (2.16) (1.52) (0.90) (0.70) 

CZ 1.200 1.200 2.624 0.914*** 1.107*** 1.337** 

 (1.05) (0.87) (1.58) (3.34) (2.95) (3.10) 

Constant 3.102*** 3.102*** 0.491 -0.892*** -0.927*** -0.989*** 

 (3.42) (3.35) (0.63) (-4.64) (-3.94) (-4.95) 

Observations 81 81 81 81 81 81 

R-squared 0.874 0.874 0.888 0.803 0.802 0.844 

CITYFE NO NO YES NO NO YES 

 

注：括号中为稳健 t统计量，“***”为 p<0.01,“**”为 p<0.05,“*”为p<0.1 

对于控制变量，城镇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升级都具有促进作用，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回

归系数是 0.379，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是 0.072，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比对

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更大，可能原因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农村居民的消费

能力相比城镇居民消费能力有很大差距，当城镇居民扩大消费时，农村居民只能在能力范围内扩大消费，因此对于更高水平消费

的示范效应更小。人均公路里程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是 0.679，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均公路里程能促

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但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回归结果不显著，这表明人均公路里程数对消费结构升级没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可能原因是人均公路里程数越大，交通越发达，农村居民去往城镇消费更加容易，从而提升消费支出水平，但仅

仅是交通通达度变好还不足以对文教娱乐等更高一级的消费产生影响，因为在满足基本生活物质层面的消费之后还有足够的资

金才能进行精神层面的消费。社会保障水平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但对于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

政府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可以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同时对未来持有乐观的态度，认为人们的生活必将越来越好，从而增加精神

层面的消费需求，即对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4 实证结论 

通过研究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实证进行分析，得出实证研究结果与假设一致，即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

进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但是对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对消费结构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弱。因此贵州省应该大

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让数字普惠金融充分发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4 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主要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落后，供给主体少。数字普惠金融的总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第三期北京大学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2011-2020)报告，贵州省和其他几个西部地区的省份处于最后一个梯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较低。目前，贵

州省数字普惠金融的供给主体以农村商业银行为主。主要的县域金融机构大多是国有银行，将分支机构建设到村镇上的银行以

农村商业银行为主，邮政储蓄银行在村镇的覆盖范围比农村商业银行小，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接触最多的便是农村商业银行。银

行金融机构不愿意做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加大了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一方面，当前信用体系建设不完

善，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建设的国家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即便覆盖范围如此大，也仍然有

4亿人口没有在这个征信系统内，这 4亿人口中有 80%处于农村地区，贵州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居民占比超过一半，还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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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农村居民没有被纳入征信系统，同时，对于收入来源，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产业受气候的影响非常

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做担保很难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各个银行金融机构收集到的征信信息

并没有实现共享，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接触最多的是农村商业银行，其他银行拥有农村居民征信信息较少，在没有共享机制的情

况下，很难通过比对判断用户信用信息的真假，由此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大了银行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 

其次是需求主体意愿不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产生互联网排斥的原因主要是自我排斥，而不是设施排斥和条件排斥。贵

州省农村地区，青壮年很多外出打工，青少年大多在学校，只有文化水平较低的中老年人留在家里，他们对网络等新技术的自学

能力很差，如果没有年轻人进行指导，智能手机也发挥不了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推广，对农村居民消费者的金融知识和

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金融教育落后和对金融宣传流于表面，农村居民这样的弱势群体主动需要金融服务的意愿不强，

甚至还会有畏难心理，除了经常接触的存取款业务外，其他的程序复杂、不熟悉业务例如线上投融资、线上财富管理等不受他们

欢迎。 

5 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以期解决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存在的问题，促使数字普惠金融能持续良好发展。 

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政府激励，政府要发挥好“看的见的手”的作用，国家有关部

门要加大对商业银行的激励措施，同时要完善信用体系，要增加银行的信息获得渠道，如构建城乡信息信用共享平台，将农村居

民纳入到信息系统，将农户生产经营情况、农户名誉、农户素质等作为特色指标纳入信用体系。二是要加强金融知识和手机金融

软件的普及，要大力向农村居民宣传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赖农村居民对手机上金融软件的熟练使

用，但是农村地区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农村居民想用，但教程冗长繁杂学不会，将教程写得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在大厅里滚动播

放教程短视频，也可以引导农村居民关注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学习金融软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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